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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打破了传统传媒研究的意义透明观，认为大众传媒是在一种特定的符
码系统中运作，受众可能会采取主导、妥协甚至对抗的三种解码立场，强调通过积极解码参与对霸权意识形态编码的斗

争。该理论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充分阐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从特定的符码系统中产生，翻译是一

种典型的解码和编码行为。而且，较之信息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和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编码／解码”理论在翻译研
究中有着自身的理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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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图亚特·霍尔（１９３２－２０１４）是英国文化研
究的领军人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霍尔“结合诸
多欧陆新思潮，对意识形态霸权的微观机制给出

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①。１９７３年，霍尔在
莱斯特大学做了题为《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

码》（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的学术报告。随着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
遍地开花，“编码／解码”理论在大众文化和传播
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理论中的编码、

解码方式以及解码立场与翻译研究十分契合，对

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霍尔的

“编码／解码”较之信息论的编码、解码和翻译中
的改写操纵论有着明显的理论优势。

一　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传媒产品制作中的编码

霍尔在《编码、解码》中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理论模式，将大

众传媒的流通业分为生产、成品和消费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在传媒领域又被称为编码、成品和解

码。编码是指电视专业工作者对新闻原材料进行

加工，通过加工才能进入流通和传播领域，编码的

过程正是传媒产品的生产过程。作为传播对象的

原材料是不能直接进入到流通领域，必须通过加

工制作，也即是编码，之后才能作为产品而传播。

“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

过电视新闻来传播。”②事件必须通过编码才能成

为节目进入到流通领域，经过编码的节目或媒介

传播的产品，往往被看作是对事件的真实再现。

霍尔对这种真实性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在电

视专业工作者对电视节目的原材料进行加工的时

候，代码是支配这个过程的关键。“代码是解读

符号和话语之前预设的，已经存在于加工者脑海

之中，就像作为语言代码的语法，被看作是自觉自

然的过程。”③代码是支配节目加工制作者的世界

观和意识形态等，这是节目加工者应用中的知识。

这样经过编码做成的节目成品，必然带有主导的

意识形态在里面。传媒产品不是对原材料的真实

再现，而是带有意识形态的产品，是权力意识形态

框架下的产物。在霍尔看来，各种待传播的信息

９４１

①

①

②

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１
作者简介：庞学峰（１９８０－），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

张亮：《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国反思 》，《河北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５２页。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６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的霸权产生于政治和军事精英等有关人员的意识

形态，他们通过职业符码的操作，选择媒介播放的

场合和样式，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使得意识形态

以一种隐藏的方式得以传播。即使是电视中的画

面也不能说是真实的再现，因为在霍尔看来，在电

视图像中，视觉话语将原始的三维世界转换为图

像的二维世界，所以它就不能成为被指称的对象

或概念。

（二）解码与意义的获得

经过编码的传媒产品必须经过受众的解码才

能生成意义，这种意义观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传

媒意义观。传媒的原材料经过编码，成为传媒产

品而出现在流通领域，受众需要通过解码这个程

序才能对传媒产品进行消费。“观众面对的不是

社会的原始事件，而是加工过的‘译本’。观众必

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译本’的意义。”①这

里，霍尔通过“解码”这个概念，提出了新的传媒

学意义观。在此之前的美国传媒学派认为媒体产

品是一种“透明”的意义载体，意义是通过媒介产

品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受众。而在霍尔看来，意义

是受众通过“解码”的方式建构出来的，对传媒产

品的解读如同对信息和意义的生产，是一种积极

的动态活动。“换言之，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被

‘传递’，而是被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制码者

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

他话语的关系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运行

于自身的生产条件之中。”②因此，传播不是在真

空下进行的，不是通过作为意义承载体的媒介一

成不变地传播到受众那里的，这其中涉及到一个

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交织在一

起，主导的意识形态贯穿于其中，有主导的意识形

态，也有对抗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意识形态当中，

有接受、对话、协调和抵制。

（三）解码立场

尽管在编码中，意识形态贯穿其中，但受众不

是被动地去接受其中的意识形态，意义的生产和

产生作用的方式取决于受众的解码立场。正如前

面所说的那样，受众对已编制好的节目的解码是

一个建构和生产意义的过程，并不是将编码的节

目作为一个整体原封不动地接受和认可。所以霍

尔指出：“毫无疑问，字面的误解的确存在。观众

不懂使用的术语，不能跟随争论或展示的逻辑，不

熟悉语言，觉得概念太陌生或太难，被阐述的叙事

所欺骗。但更常见的是广播员担心观众不懂他们

作为广播员所预期的意思。他们真正要说的是观

众未能运作于‘支配’或‘建议’的代码之中。”③

解码也是意义的接受和生产过程，受众在解码的

过程中建构了意义，或者发现了别的意义。霍尔

提出了三种解码立场的假说，也即是著名的“霍

尔模式”。

第 一 种 解 码 立 场 是 支 配—霸 权 立 场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这一解码立场
下，受众的解码立场和传媒产品制作者的编码立

场是一致的，受众在编码者的支配代码之内，对传

媒产品进行解读。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在主导

的符码范围内操作”④。

第二种解码立场是协调的符码（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ｃｏｄｅ），也称为“协商立场”。持这一立场的受众
一方面承认编码者所持有观点的权威性，但同时

也坚持强调自身情况的特殊性。霍尔举的例子是

在与《工业关系法案》相关的新闻中，工人们既接

受传媒产品编码的意识形态，同意降低工资以便

抵御通货膨胀的说法，但同时也坚持和愿意为了

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罢工。这样，它

使宏大叙事的编码意识形态和自身的局部情况协

调起来，保留自己的权力与适合它本身利益的团

体地位。

第三种解码立场是对抗的符码或立场（ｏｐ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在这种立场下，受众完
全不同意编码者的意识形态，以一种完全相反的

方式去解码。如上面的例子中，编码者预设了这

样一种立场，也即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限制工资，作

为受众的工人会采取对抗的立场去进行解码，从

而将“国家利益”解读为某个阶级的利益。对于

持这一立场的受众来说，他们完全理解编码者的

意识形态预设，但是采取了对抗的方式，以完全相

反的方式去解读，从而颠覆编码者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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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编码／解码”理论的应用价值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传媒手段，也具有传媒

行业所拥有的编码和解码特征，并且霍尔的编码

和解码理论在翻译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翻译过程

基本体现了霍尔的“编码／解码”这一生产和消费
模式，翻译领域成为符码系统与社会权力发挥功

能的场域。而且，与其他的传媒方式相比，翻译中

的编码／解码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一）揭示翻译的解码特征

与其他传媒方式不同，翻译首先是一种解码

过程，它首先要对原文进行解码。翻译的过程首

先面对的是既存的原著文本，翻译主体不是首先

要制作文本，而是要解释文本，而解释就是一种解

码的过程。因此，与其他传媒方式相比，翻译产品

的制作有所不同。两者之间虽然同是编码和解码

行为，但作为产品制作者的译者，最先需要做的不

是对原材料进行编码，而是对原材料进行解码，之

后再进行编码工作。

翻译不是仅仅只有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涉及

到对原文的解码，恰当的解码是进行翻译的前提

条件，忽视解码或错误的解码会造成不恰当的翻

译。在翻译中，如果仅做到原文进行语言转换而

忽视对原文的解码，就会造成对原文的扭曲，或者

导致原文交际功能的丧失。原文中的一些惯用的

表达方式有着特殊的语用意义，蕴含着特殊的文

化现象。这些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赋予的文化内涵

是一种文化编码，它必须经过恰当的解码才能传

达原文的真正意义。例如，《红楼梦》中有这样一

句：“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

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①这

句话中的“鸳鸯”和“凤凰”都蕴含着一定的文化

编码，有着特殊的联想意义，象征的爱侣相伴。如

果不进行解码，将其直译为“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ｄｕｃｋ”则不
能完全传达出原文的文化编码，因此霍克斯将这

部分翻译为“ａｐａｉｒｏｆｌｏｖｅｂｉｒｄｓ，ａ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
ｐｈｏｅｎｉｘ”②，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文化意义，是对
原文的正确解码。

译者对原文的解码过程也是意义的生成过

程，是对原文意义的重新建构。译者在对原文的

解码过程中，必然会进行意义的重新建构，会进行

意义的取舍。从现代阐释学的视角来说，这种意

义的重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译者总是在自身的

思维先结构的支配下对原文进行解读的，他不可

避免地受到诸如思维习惯、知识结构、文化传统等

种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译者的代码系

统。它们深入到对原著文本的重新理解过程之

中，使得对原著文本的解码活动不能完全忠实于

原初语言的文本及其思想。正是由于需要对原著

进行重新解码，导致原初话语与译文话语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体现出解码的作用，即突破译文原著

的限制，彰显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赋予译文作

品以新的价值。

（二）翻译的二度编码

与传播节目一样，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区别于一般的一次性进行编码的行为，翻译活动

作为一种编码行为，更确切说是一种二度编码行

为。“译员的二度编码过程就是将包含外国文化

内涵和外延的源语言符号转化为易于本国人接受

的文化内涵和外延的二度符码。”③译者在翻译的

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思维和理解的先结构去建

构译文，并且在译文中加入意识形态等因素，以便

使译文达到某种预期的目的，因此它不是一种透

明的表述。而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实际就是一种

二次编码过程，原著文本的建构已经是第一次编

码，而译文文本则是对原著内容解码之后的再编

码，这种二次编码是对“故事”的再次加工，就是

“故事的故事”。

二次编码也会受到代码系统权力的影响与制

约，而且与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布展息息相关。如

前文所说，代码系统预设在加工者的脑海之中，如

同一种自然的过程。因此，翻译不可能是对原著

文本的忠实转述，而是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文本语

言转换策略，“翻译策略都与权力压迫或权力反

抗息息相关，翻译策略就是权力策略”④。在翻译

中，译者的身份也是制约翻译中二度编码的因素。

“在霍尔那里，‘身份’是主体与话语权力斗争、妥

协的产物，是处于话语权力控制下的主体的自我

想象。”⑤在翻译中，“个人与机构都将他们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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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如何正确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５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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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放置于翻译之中，以产生各种不同的效

果”①。翻译过程中，翻译者是处于某种特定社会

关系之中的，受到各种权利与利益的影响与制约，

这都会影响翻译者对于原作品内容的选择与理

解，进而影响翻译者对作品的编码过程。在这里，

译者背后权力斗争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源语文化

地位和译语文化地位之间的关系、译入语文化语

境中制约译文接受的文化因素、译入语文化主流

的意识形态、译入语文化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关

系、译者思维的先结构等。它们也是影响和制约

译文编码的因素。译者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

识，都会受到这个代码系统的制约。例如，《鲁拜

集》的英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以高扬的‘骑

士’精神处理波斯文人的作品，实际上，这一态度

代表了西方译者对伊斯兰文学的普遍认识”②。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这个代码系

统对译者身份和翻译态度的影响，译者的霸权主

义以及与原作符码系统的对抗在其中表现得淋漓

尽致。从代码系统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其任

务之一就是打破这个代码系统，向读者展示其中

的霸权主义行为和意识形态操纵。

译者在生产翻译产品的时候，对译作进行编

码，使之能够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翻译目的。

由于诗学观、赞助人、审美意识形态、个体意识形

态、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前

结构”、经济意识形态、媒介意识形态和后现代意

识形态的影响，翻译的解码、编码与再解码过程呈

现出多种样态。译者往往通过编码的方式，将某

种意识形态或特定的翻译目的带入到译本中去，

可以说“译作是各种意识形态交锋的场所”③。

与母语表达中的编码相比，翻译中的编码更

具有隐蔽性，使其完全不被注意到。与传媒产品

的编码一样，译者通过对原文进行重新编码，将意

识形态隐藏在译文中，就好像原文本来就是这样。

在传统翻译理论话语下，译文读者很难发现这种

隐藏在译文中的霸权的意识形态，因为传统的翻

译理论是建立在以“实在”和“再现”为主要特征

的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础之上的，翻译的“透

明”与“单义性”掩盖了译者的编码行为。“经由

翻译而传播开来的占主导地位的表征再现，便逐

渐被视作是‘自然’且‘真实’的东西。”④这种做

法和电视节目制作者的编码一样，具有隐蔽性，也

正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视觉符号的“意识形态

价值被强有力地固定下来———因为符号已全然变

得普遍和‘自然’”⑤。

（三）翻译的解码立场

尽管意识形态贯穿于编码过程中，但受众不

是被动地去接受其中的意识形态，而是在自己的

先结构的支配下，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导，去解读经

过编码的传媒节目。解码是意义的接受和生产过

程，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建构了意义，或者发现了

别的意义。霍尔提出了三种解码立场的假说，即

支配－霸权立场（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协
调的符码（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ｃｏｄｅ）也称为“协商立场”与
对抗的符码或立场（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这三种解码立场，代表着三种对传媒节目进行解

读的方式，同时也说明编码和解码之间并不是完

全一致和吻合的，而是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

第一种解码立场是支配－霸权立场，持这种
解码立场的译文读者按照译者的编码方式来解读

译本。在这种情况下，译文读者认为译著是对原

作的忠实再现，是原作者意图的真实表达，而译者

只是作为语言转换的传声筒，忠实地表现了原作

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持这种立场的读者认为语言

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不会注意到翻译背后的意识

形态问题。从而使译者达到了传播意识形态的目

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支配着读者。

第二种解码立场也同样是协商的立场。在这

种情况下，由于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巨

大差别，译者无法做到跟原文完全一致。译文读

者或翻译作品的受众注意到了译语在某种程度上

的偏差，但仍然肯定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翻

译的功能，达到了翻译的效果。例如，《红楼梦》

霍克斯译本的读者，会在一定程度上指出译者在

某种程度上与原文之间的偏差，但认为这种偏差

没有从整体上损害原著整体的文学性，反而使译

文更具有可接受性。在译文受众看来，由于两种

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原作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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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ｋｅｒ，Ｍｏｎａ．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０７．
杨柳，王守仁：《文化视域中的翻译理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页。
Ｐｅｒｅｚ，ＭａｒｉａＣａｌｚａｄａ．Ａｐｒｏｐｏｓｏｆｌ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ａｎｃｈｅ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Ｊｅｒｏｍ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３，ｐ．２．
尼南贾纳：《为翻译定位》，载《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９页。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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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翻译中文学性不可避免的

丢失，而译者采取某些方式进行补偿也是合理的。

第三种解码立场仍然是对抗的立场。在这种

情况下，译文读者通过对抗的符码解读译文，找出

译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并说明其译文是霸权主

义的一种表现。从而指出，译者试图通过对译文

操纵，强行向译文读者推行其霸权的意识形态，以

达到某种目的。例如，早期一些来华传教士就是

这样来翻译中国典籍的。如果我们用对抗的立场

来解读这些传教士译本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

对译文的操控。从马约瑟对《易经》的翻译的例

子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易经》里面有这样一句

话：“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易经·否卦》九五爻辞）马约瑟的译文为：“Ｔｈｅ
ｅｖｉｌｉｓ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Ｍａｎｈａｓ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ｇｏｏｄ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ｌａｓ！Ｈｅｈａｓｐｅｒｉｓｈｅｄ！Ｈｅｈａｓ
ｐｅｒｉｓｈｅｄ！Ｈ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ｈｕｎｇｆｒｏｍａｔｒｅｅ．”①这句话
原文的意思是：“警戒覆亡，贵族王公如此存心则

吉利。危险呵，危险，国家命运好像系在柔弱的苞

草、桑枝上一样。”②有研究者发现，马约瑟的译文

与原文毫不相干，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的影子，也即

是耶稣为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③。这样，译文读

者站在对抗的解码立场上，认为早期的传教士在

翻译中国典籍的时候，是在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对

中国典籍进行附会，目的是在为其在中国的顺利

传教铺平道路。译文读者和研究人员通过这种立

场的解码，就会在翻译文本里面发现异源性。

“它们的异源性（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导致原语文本和译
语文本之间、甚至译文内部的不连续性（ｄｉｓｃｏｎｔｉ
ｎｕｉｔｙ）———这就是种族中心主义暴力行为的症
状。”④于是译本背后深藏的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和翻译中的文化暴力就一目了然，翻译与意识形

态的对抗便昭然若揭。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都是一种理解行为，翻译

读者或受众的解码与译者对原文的解码是不同

的。译者对原文的解码是理解原文的过程，其中

涉及到对原文中文化内涵意义的解码、对原文中

的隐喻和言外之意的理解。对原文的解码是一种

理解行为，是对语言外信息的把握。与译者对原

文的解码不同，译文读者或受众的解码行为是对

翻译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态度，这是一种

文化行为，其背后翻译了各种力量之间的交锋。

积极的解码立场关注的是翻译产品制作过程中所

带入的意识形态因素，使译者通过编码注入到翻

译中的意识形态昭然若揭。

三　翻译“编码／解码”理论优势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更注重语言之外文

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因此，较之传统信息论的解

码／编码，霍尔的理论能够解释翻译背后的意识形
态等因素。传统信息论是通讯交流领域的理论，

是建立在信息转换中的等值与等量的基础上。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研究人员Ｃ．Ｅ．
香农（Ｃ．Ｅ．Ｓｈａｎｎｏｎ）创立了信息论，提出信息传
输中编码、解码的精确性以及信息等量的原则⑤。

这种信息论被运用到翻译理论中，它主要关注的

是“译者在编码过程中必须考虑传输负载、信道

容量、噪声和冗余等因素，并充分利用冗余，使译

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感受”⑥。在

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固有的差异，译文

就 会 出 现 信 息 传 输 过 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造成信息负载大于译文的信道容量，形
成堵塞，译文艰涩难懂，没有起到翻译的作用。要

解决这一问题，就得增加解释性的冗余信息，而且

要拉长传输通道，做到冗余平衡。由此可见，传统

信息论中的解码、编码只涉及到翻译中两种语言

之间的信息传输与信息对等，无法关注到翻译背

后的意识形态因素。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使
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显现出来，其三种解

码立场更适用于去解读各种形式的翻译文本，使

其解释力具有普遍有效性。

较之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霍尔的“编码／
解码”理论在翻译研究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

优势。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认为翻译是一种

改写，反映了一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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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申连云：《尊重差异———当代翻译研究的伦理观》，《中国翻译》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徐子宏：《周易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６页。
申连云：《尊重差异———当代翻译研究的伦理观》，《中国翻译》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Ｖｅｎｕｔｉ，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

２４．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５９页。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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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操纵①。这使翻译研究关注到翻译背后的文

化因素，但它有两处理论缺陷：其一，它对“忠实”

标准进行消解，并过分注重翻译中的操纵和创造，

这就使它滑向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因此受到学界

的诟病。以对“忠实”的消解来关注文本背后的

操纵因素，但最终会使操纵和改写成了消除“忠

实”的借口。改写操纵论忽视了被悬置的忠实性

问题，在翻译学的本质属性上偏向了改写和操纵，

甚至提出了不顾“忠实”抛弃“对等”的翻译主张，

这就使翻译研究失去了对原文进行评价的参照系

统，滑向相对主义的泥潭②。其二，改写操纵论过

多地强调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支配作用，因而忽视

了翻译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协商和对抗。霍尔的

“编码／解码”理论既能使翻译研究关注本后的文
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又能很好地避免了改写操纵

论的理论缺陷。首先，“编码／解码”理论以还原
传媒作品中原材料的真实性为出发点和目的，使

隐藏在传媒产品中的意识形态暴露出它真实的面

目。因此，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它不是以对“忠

实”的消解来换取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关

注，而恰恰是以“忠实”为出发点和归宿。其次，

“编码／解码”理论使翻译研究既注意到意识形态
的霸权和支配因素，又关注不同意识形态的协商

与对抗。

结语

翻译原本就是一种解码和编码行为，霍尔的

理论不仅翻译产品和电视节目产品一样，二者都

是在一定的符码系统中运作，都是意识形态的藏

身之处，且都具有高度的隐秘性。翻译过程并非

一种客观和中立的线性过程，而是一种充满符码

权力的解码与二次编码的动态过程，译文读者与

译文内容之间同样存在紧张的解读关系与复杂的

异样立场。与电视节目制作不同的是，译者首先

要对原材料（原文）进行解码，然后再对译文进行

编码，这是一个先解码后编码的过程。在对原文

的解码和译文的重新编码的过程中，都会存在意

识形态的介入。译文读者和翻译研究者的任务就

是打破这种符码藩篱，通过协商和对抗的立场去

进行主动解码，从而发现潜藏在译文中的意识形

态意图，并揭示出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及其

背后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ｌ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ＧＸｕｅｆｅｎｇ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ｕｎｎａｎＭｉｎｚ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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